
一　現代的東亞空間：現代化的經驗

（1）「吳越同舟」與「三足鼎立」

若要想克服現實的對立，實現合作的理想，我們就要完成重新構建東亞空

間的學術任務，也就是對東亞空間內部的存在方式進行認識論、存在論上的反

思。在十九世紀後期西力東漸的過程中，出現了「吳越同舟」和「三足鼎立」這些

團結亞洲的構思。這可以作為反思他者（西歐）規定性的東亞自我認同的一個契

機。在明治初期日本尚處於「弱者」地位時，「吳越同舟」代表了對抗西歐文明

與團結軍事實力的概念。樽井藤吉在描述東亞三國對抗歐洲的合作時，使用了

「吳越同舟」這個成語。他認為東亞三國是「遭遇宇內一大風潮（西力東漸——引

用者），漂泊於東洋之船」，因此身為「同舟兄弟」的船客不可像吳國與越國那樣

相互敵視，而應「合心盡力」，共渡風浪1。由此也可知道，「吳越同舟」是由亞洲

與歐洲各國的國際關係中引發出來的。興亞會的草間時福也注意到，歐洲國家

之間也有兄弟吵架一樣的權力鬥爭，但同時各國為了「歐洲整體名譽與利害之大

綱」而形成「一大國情」（great nationality），相互團結2。「吳越同舟」是通過團結

（連衡）來抵抗（抗衡）西方的戰略的象徵性表述。

另一方面，處於「弱者」地位的現代韓國知識份子則提出了「三足鼎立」的想

法。在「鼎立」的思考中，「人種相同者間更應互愛乃人情之常。以黃色人種而

論，在東洋有大韓、日本與清國。可謂成鼎足之勢，若失一足，此鼎必傾；三

國之中若有一國政治變亂，國勢傾危，則必難於同心合力以阻西方勢力之東

進。」3這一思考強調，東亞三國通過團結抵抗白種人，同時以三國獨立確保東

亞穩定為前提，提倡區域內「同種」之間的力量均衡。以東亞三國的自主獨立為

前提的「鼎立」思考還認為，朝鮮與清國的獨立是日本獨立的條件4。「三足鼎立」

的連帶理想反映了小國朝鮮的自主獨立和安全保障之路，即同時重視對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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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的抵抗和對內（地區內）的勢力均衡，並反映了朝鮮試圖通過謀求地區內的勢

力均衡來牽制覬覦優勢地位的日本的心態。在這O，「信義」這一儒家觀念得到

了強調。「鼎立」這一政治思維，是通過聯手對付地區外的歐洲的團結與保持地

區內國家的勢力均衡來探索東亞三國的自主獨立和繁榮昌盛之路。

「吳越同舟」與「三足鼎立」同為對抗西歐的心理產物，前者強調為對抗西歐

東亞需採取戰略性團結，後者則從倫理觀點出發，h重強調東亞區域內國家的

自主獨立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東亞的穩定。

（2）區域性自我認同：地理、人種、文化

從「吳越同舟」的想法出發，我們可以看到將東亞與歐洲對比的心理，以及

對照歐洲的歷史經驗來探討東亞地區自我認同問題的視角。這一視角中包含h

摸索有利於「亞洲的利害、名譽與和平」的「公共的感情紐帶」，即尋求涵蓋東亞

的公共性與共同利益的區域性自我認同的心理。地區內交流被認為是區域性自

我認同的成因。有學者指出，歐洲的內部矛盾正是基於「往來之親密」的交流的

象徵，至於「地理之不便」、連「交戰媾和」都無從談及的亞洲，區內國家關係疏

遠，因而缺乏區域性自我認同5。鎖國政策是造成「疏隔拒絕」與相互敵對的主

因6，而以開國來帶動區域性交流被認為是自我認同的形成條件。

對於近代韓國人來說，「地理接近」是團結合作的有利條件，因此近鄰的東

亞三國自然成為了團結的對象7。但對於近代日本人來說，「地理」是一個形勢變

數，由於認識上的地理空間的擴展，地理上的接近性逐漸喪失了其有效性。在

東西對立的格局當中，人種上的自我認同和文化上的同質性克服了交流上的一

次條件——地理和交通的局限，從而作為加強區域內交流的要素浮出水面。為

了克服「地理之不便」帶來的心理上的距離，人們開始嘗試h對「人種」及「文化」

的外延進行擴張。

區域團結和自我認同的形成條件是「地理接近性」、「同種」、「同文」，也就

是「地理」、「人種」與「文化」。作為團結論，文化方面表像的「同文」「同種」意識

到「其他文字」、「其他人種」的存在，以一種觀察他者的方式表述出來。「同文」

的認識框架是與「亞洲」認識的成立同步形成的8。「同文」（或「同教」）是含有歧視

漢字文化圈外地區的意義的詞彙，「文字」成為了區分自我與他者的一次性指標。

「同種」在白種人與黃種人的對立格局中是一個象徵人種認同的詞彙。但是在現代

韓國，「同種」被局限於東亞三國的「民族」，未能超出東北亞的地理空間；而在現

代日本，「同種」的範圍由東亞的「民族」至受到白種人壓迫與威脅的亞洲的「民

族」，是具有可變性的。「同種」意識以西洋國家的亞洲「侵略」與白種人的邪惡性

相結合的形式出現，以白種人的威脅為契機與地理性文化性的概念結合了起來。

（3）現代東亞的公共空間：民族國家和帝國

在用「地理」、「人種」、「文化」一類詞語來Þ述連帶和區域性自我認同時，其

中有將東亞作為一個文明圈來考慮的意識。這也導致了將西力東漸的國際性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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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百年中國與世界 和東亞各國自主獨立的課題，都放在東亞處於同一公共空間的前提下來考慮的觀

點。但說到底，那還是一種停留在認識論水平上的觀點。現代的東亞空間由於

西歐列強的干涉而無法實現自我規定性，加之區域內日本的權力政治性行為，更

使東亞空間進一步自我分裂。雖說不無中村敬宇和元田永孚那樣以基於儒家觀念

的區域性公共性來嘗試聯合抵抗西歐文明與權力進行的例子，但日本「脫亞入歐」

的現代化，從內部粉碎了由西力東漸觸發的東亞空間公共化的可能性。

在中華文明與現代文明的交錯乃至替代的過程中，以「力」與「禮」為原則的

事大主義、睦鄰友好的象徵性國際秩序解體，近代民族國家的民族自我認同和

自我中心主義以個別的文化為基礎開始產生強大作用，從而導致東亞在空間上

的分裂。文明作為可輸出的文化要素的集合9在普遍性的（地區性的或世界性的）

脈絡中可以被共用。但現代東亞文明論卻是以基於個別文化及紮根其中的國家

公共生活為基礎，與民族國家的形成及民族存亡緊密相關的。啟蒙時期日本的

文明論（福澤諭吉）是一種把西歐文明視為普遍文明，並據此探討日本國家與民

族發展的話語。愛國啟蒙期韓國的文明論，也是以西歐文明及日本的現代文明

為典範來摸索朝鮮民族與國家的生存之路。在五四運動時期，梁啟超、胡適、

梁漱溟等人的東洋文明論定位在西歐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雖然側重點不同，

但同樣是摸索民族國家形成的思想bk，並且民族主義也出現了將本國的個別文化

與文明混為一談的傾向。在民族國家形成的意志與國家自我中心主義發揮了強

烈作用的現代文明的干涉下，旨在超越個別文化、共享一個共同文明的東亞自

我認同無奈地變得極為低弱。

而且，日本的帝國化也帶來了東亞空間的扭曲。日本帝國謀求發展和成為

地區霸權，打出恢復東亞文明自我認同性的旗號。但是，地區霸權正如「大東亞

共榮圈」所顯示的那樣，儘管有其意圖恢復「亞洲」的自我認同性的一面，但它也

只能是粉飾日本價值和日本帝國的自我中心主義的東西。現代東亞文明正是被

這種單向的壟斷式發展、以文化與價值的單方面介入為特徵的地區霸權所扭

曲，並被密封在用日本價值創造的非自由主義的公共空間當中。儒家思想等傳

統價值也被用來裝飾區域性的公共性。發展的不平等造成的一國的霸權國家

化、東亞的殖民地化與大東亞共榮圈，均是戴h公共性的帽子將東亞空間私產

化的行為bl。民族國家與地區霸權所帶來的空間裂痕至今仍然存在。

二　作為「國際社會」的東亞

（1）從他律性到自主性

現代的「東亞」是在與西歐的對比中被他律性規定了的，由於他者的存在而

發現自己的自我認同的虛構。近代東亞的內部龜裂在西歐現代文明和西洋勢力

面前被忽視了。此種他律性也可以在當前的文明衝突論和文明融合論的脈絡中

得到確認。東亞空間的他律性在進入冷戰時期以後也受到了區域外因素（美蘇）

的規定。「東亞」這一區域性概念至今仍然隨h西歐文明的走向以及西歐各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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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變化而變化。就此意義而言，將「東亞文明」不是作為實體的象徵，而是作

為在接受西歐近代文明（現代化）的普遍性「大傘」的前提下意識到並誕生的概念

來理解的，山崎正和的主張是頗為適當的bm。構成「東亞文明」的「地理」、「人種」

與「文化」三個要素也是在與現代文明的對比當中得以自覺的。

造成空間的歪曲性的因素，是由日本帝國主義的東亞空間私產化，以及二

戰後冷戰時期的理念性的、空間性的分割。在前者的情形下，日本的理念在具

有廣泛地區普及性的儒家理念的粉飾下，以「武力」為後盾推行了私產化（侵略）。

這意味h東亞的公共性被日本的政治經濟體制所吞噬了。日本文化的亞洲公共

化引發的構建共榮圈的意識，以及基於「同種」的歪曲的人種論對立意識，製造

了暴力——「大東亞戰爭」bn。在後者的情形下，從自由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

念分割、同盟關係的軍事性分割開始的東亞空間的分節，阻礙了空間內的交

流。美蘇的政治理念與制度成為了各自陣營的制度化標準。

在與西歐文明和西歐國家的對立格局中產生的「東亞」概念的他律性中，我

們不難發現「東亞文明」的虛構性。二元對立的思維容易產生出以自我中心的觀

點理解他者，在他者的視線中自我定位的習慣。以他者的存在來限定自我的言

論尤其能夠使人意識到這種二元式思維。為了使東亞空間的主體性的公共性不

僅只限於言論和構想的層面，而能具體化為一個有意義的實體，我們有必要同

那種在與西歐對比當中定位東亞的他律性保持距離，尋求將東亞作為其本身來

觀察的視角，對東亞的文明和空間性進行內在反省。「東亞構想」（大沼保昭）、

「作為知識試驗的東亞」（白永瑞）、「作為企劃的東亞」（德利克 [Arif Dirlik]）等思

考就是對東亞的自我定位和東亞自我認同進行自主性的確認的意識表現。「作為

知識試驗的東亞」不將東亞看作固定的實體，而認為東亞是在個人思考的過程中

不斷流動h的。以此為基礎的實踐過程，就是摸索東亞自我認同的、主體性的

知識試驗bo。

（2）東亞的「國際社會」

考慮到在現代東亞「地區」，主權國家或民族國家是主要的主體，我們可以

設定一個將國家也納入為主體的「國際社會」。「國際社會」不是指世界上國家與

國家之間構成的社會，它是基於地政學上的接近性和文明圈形成國家關係的區

域性國際社會（regional international society）bp。它在與區域外國家相互作用的同

時，區域內的民族國家共有一定的地政學、文明論的條件，是一個可以進行交

流的「地區」。「國際社會」的觀點在克服「東亞」的同質性理想與異質性現實上是

有效的。

「吳越同舟」與「三足鼎立」的國際政治思維，因為陷於東西對立的二元論窠

臼而無法擺脫他律性，但是其中包含了基於地區形成國際社會的含義。這種思

維尤其強調了兩點，第一，東亞地區層面的交流的重要性；第二，內部均衡與

規範的重要性。這些都是關於東亞「國際社會」內部構成的重要因素。首先，「吳

越同舟」的思考從歐洲經驗出發，關注將國家間矛盾轉化為地區性利益的地區自

我認同和基於此的國際社會的形成方式，將溝通和溝通中的矛盾視為國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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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百年中國與世界 的成因。「兄弟相爭」象徵h矛盾與合作的交流過程（communicative process），是

形容國際社會形成的比喻用法。「同舟」的思維儘管有其他者規定性的一面，但

仍然暗示了關於地區國際社會的內在矛盾和溝通的批判性思考。

「三足鼎立」的思考以東亞的連帶為目標，探索能夠實現對抗外來威脅的真

正的連帶合作的內部可能性，強調要實現東亞三國的自主獨立與力量均衡，以

及使這些成為可能的國家規範，「信義」至關重要。「鼎立」同時重視力量均衡這

一現實層面和道德（國家倫理）的遵守這一規範性層面。「鼎立」的思想是帝國主

義時代小國的生存戰略，並且反映了現代國際社會（現代主權國家體制）的原

理。「鼎立」思想促使人們考慮的問題是，在無法忽視國家的比重的東亞地區如

何形成「國際社會」。「鼎立」思想中包含了將國家與東亞一起考慮的國際政治思

維。

但是歷史現實告訴我們，由於區域外國家的暴力壓迫和區域內國家間的力

量失衡，「吳越同舟」與「三足鼎立」都變質和瓦解了。東亞「地區」因日本帝國主

義而龜裂、被歪曲，東亞的區域性國際社會也最終未能形成。從中華秩序走向

殖民地統治秩序，接h又走向了「大東亞共榮圈」的東亞國際社會由於文明的、

軍事性的地區霸權造成了地區一級的霸權秩序，造成了主體間的不平等，因而

交流的相互性也只能是極為脆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東亞的民族國家對內

以民族自我認同為基礎、對外以受冷戰制約的後殖民地秩序為基礎開始形成。

以民族來區分不同的人，根據國際秩序劃分領土，此外還有意識形態的對立性

劃分，這些要素複雜的相互作用界定了地區內的邊界bq。以各個主體的平等為前

提的主權國家體制得到了確立，但由於冷戰帶來的空間上的分裂，以及政治體

制、國家理念、發展與力量的懸殊，交流的制度化很難形成，也見不到多少論

及東亞國際社會的地區性自我認同。在東亞各國分節化的空間中，唯有民族自

我中心主義和發展是存在的根據。

在此過程中，東亞地區出現了日韓邦交正常化、日中邦交正常化、韓中修

好等地區內國家間的兩者間關係的形成，人員物資交流也不斷增加，國際社會

的形成也初露端倪。但由於東亞地區國家的自我中心主義、個別指向型發展和

地區性自我認同的欠缺、軍事上的對立與摩擦、乃至歷史上背負的遺產，阻礙

了東亞國際社會公共性的形成。根本問題在於，東亞國際社會的文化基礎過於

薄弱。在這一點上，與歐洲國際社會對比也是有意義的。儘管如此，正如歐洲

國際社會的經驗那樣，溝通與矛盾的並存依然可以給東亞以積極的期待。對於

歐盟經驗的批判性考察，至今仍對東亞的批判性思考有h很好的借鑒意義。

（3）國際社會的構成原理：經濟、地理、文化

從社會構成論的觀點出發，對於不可視的物件如果可以通過推論而得出結

論的話，那麼一定有一個社會構造確實存在。國際體制也不是存在論式的一成

不變的東西，而是一種不斷遷移變化的歷史性的、主體間性的（intersubjective）構

成物，國家與國際體制也是相互作用的。國際關係可以看作是超越個體（國家）

中心式的思考的，擁有獨自的構成原理的一個政治社會br。在此，比起關於國家

由於區域外國家的暴

力壓迫和區域內國家

間的力量失衡，「吳越

同舟」與「三足鼎立」都

變質和瓦解了。二次

大戰以後，東亞的民

族國家對內以民族自

我認同為基礎、對外

以受冷戰制約的後殖

民地秩序為基礎開始

形成，加上意識形態

的對立性劃分，這些

複雜的相互作用界定

了地區內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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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分析，明確闡述使國際關係和國際社會產生波動的構成原則更為重要。

區域性國際社會也是一個國家和國際體制歷史性的、主體間性的相互作用的地

區。這些觀點也與這樣一種認識論緊密相連，即國際社會不僅限於國家，它是

一個由多種多樣的社會勢力構成的空間，不僅包括政治領域，還包括經濟和文

化領域，是一個複合性的空間，國際社會正是在這些勢力關係與外部要素的連

繫中不斷變化。

如果說我們可以接受這樣的國際社會的構成原理，那麼就可以發現，東亞

地區是「歷史現實所賦予的多種遺產的產物」，東亞內部一直存在的異同點、內

部的糾葛與殖民地體驗都無法阻礙朝向東亞地區文化領域的發展bs。以地理、人

種、文化為基礎的東亞「地區」也要求h以地理、經濟和文化為基石的東亞「國際

社會」的形成。在東亞空間中，「人種」既非地區和團結合作的前提條件，亦非中

東或巴爾幹半島那樣屬於糾葛的動因。在東亞地區關係中最強有力的要素應是

「經濟」。東亞的經濟發展有以下兩層意思：第一，發展可以增強國家在地區內

外的自律性，可能促進東亞諸國「鼎立」形勢的形成，並提高「鼎立」的穩定性。

這O所指的「鼎立」與其說是勢力均衡，不如說是接受國際規範的主權的平等。

第二，發展的結果，可以增加國家以外的社會勢力作為東亞國際社會的主體採

取行動的機會。東亞的發展和全球化導致的價值觀及自我認同的多元化，有可

能將東亞國際社會由國家中心型的龜裂空間，轉變為國家—社會複合型的溝通

空間。

不過，經濟發展是為地區及國際社會的形成提供必要的交流的物質基礎，

它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東亞地區如果要不只局限於經濟領域而獲取能

夠邁向一個（國際）社會的凝聚力，就需要有地理因素和文化因素。全球化和資

訊化的確使地理和文化的意義發生變化，但正像歐盟和東盟那樣，地理與文化

是可以作為凝聚力和自我認同的條件發揮作用的。東亞國際社會也可以作為「地

政文化空間」bt加以理解。地政文化空間也以政治上的「鼎立」和經濟上的相互依

存為基礎，它在h眼於非政治性的、非權力性的地域現象時呈現出來，並只有

在投射於地區性自我認同時才會成立。東亞的「團結」、「合作」、「共生」、「共榮」

在地政文化空間和地區性自我認同的形成後即可摸索其可能性。軍事安全保障

合作、經濟合作以及地區協定體的構建，都只是創造這一空間的必要條件而非

充分條件。

以國家與權利為中心的歷史觀，使東亞人的視角集中於東亞特定的歷史時

期。東亞空間被認為是政治史上糾纏對立的過程，而文化史上的交流關係卻往

往被忽視。這樣的歷史觀在帝國主義時代及冷戰狀況下是國家生存的要求。但

是現在，東亞地區內的政治穩定，經濟相互依存深化，國家的國際性、自主性

加強，以新的觀點展望東亞空間的知識努力已變得極為迫切。今天，東亞的知

識實驗應該注意擺脫過去那些以政治和權利為中心的固定化了的視角。當前，

「亞洲的覺醒」不意味h與西歐對抗，而是應東亞自我重組的要求。我們應將東

亞地區作為日常生活的空間來考慮，東亞國際社會應該形成可以投射社會性生

活的地區自我認同。地區性自我認同包括超越國家中心主義的民族自我認同在

內，是一種多重自我認同。在此前提下，地區性自我認同將成為可能。

東亞地區是「歷史現

實所賦予的多種遺產

的產物」，東亞內部

一直存在的異同點、

內部的糾葛與殖民地

體驗都無法阻礙朝向

東亞地區文化領域的

發展。在東亞地區關

係中最強有力的要素

應是「經濟」。不過，

經濟發展是為地區及

國際社會的形成提供

必要的交流的物質基

礎，它是必要條件但

不是充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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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東亞的公共空間

我們應該如何確保東亞社會的公共性呢？「經濟、資訊的全球化與主權國家

體制的矛盾」、「西歐諸國對人權的普遍重視與發展中國家對個別性發展的追求

之間的矛盾」、「經濟實力與知識霸權的國際龜裂」等相克性的現象製造出了龜

裂。在文明自我認同受到阻礙的東亞ck，如何界定空間的公共性、採取何種規範

與制度來形成和維持國際公共性，就成為我們面臨的共同課題。如果說東亞國

際社會的形成是東亞的存在與認識相互作用的過程，其間必有一定的想像行為

的介入，那麼東亞的未來公共空間也應該是通過對於東亞的現實及其變化的認

識而創造出來的。

國際公共領域論一般較重視文明間的對話和交流，但是在東亞的脈絡中，

文明內的交流與對話卻是先決的課題cl。在東亞地區摸索全球一級的文明間對話

之前，應該首先尋求東亞文明內部的對話與討論，應該首先考慮建立東亞的國

際公共領域。東亞國際公共領域可以說是國家之間協定與非國家主體之間對話

共存的場所。國際公共領域的形成不能依靠東亞文明的同質性神話自然而然地

產生，而需要對東亞文明進行再創造。

國際公共領域並不是有交流以後就可以自然產生。超越國家的個別利益而

尋求地區的共同利益，或者說只有追求地區的共同利益才可以獲得更多的個別

利益這種共識，即在地區自我認同當中來運作民族自我認同的姿態極為必要。

為此，以物質上的相互依存性為主體，我們，尤其是知識專家，應致力於構築

「認識共同體」（epistemic communities）或「理解共同體」的學術努力cm。個人、企

業、非政府組織（NGO）、社會團體、地方政府等非國家主體在非政治領域O參

與構建東亞國際社會的公共化與公共領域的機會大大增加。特別是東亞知識界

人士和市民團體的知識網絡在「認識共同體」的管理運用上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因此，構建國家以及社會層面上的對話與討論的規範與制度的努力也是不可或

缺的。

（2）公共性的規範與制度

公共領域的公共性可以分為規範性、制度性和權利性的公共性。權利性公

共性是指以政治軍事霸權或構造性暴力來規定的帝國式非自由主義公共空間的

屬性。現代東亞所經歷的非自由主義公共性可以通過排除東亞的地區霸權來防

止。問題在於如何才能克制東亞各國的國家中心式思維和行動，如何才能增強

規範性公共性、制度性公共性。可以增強東亞國際社會公共性的東亞的規範是

甚麼，規範秩序又如何構建呢？我們必須考慮可以產生出東亞的文明性、地區

性自我認同的東亞一級制度與規範的相互構成作用。

在考慮主權國家體制和全球化的脈絡及人權的普遍性時，為實現東亞國際

社會的公共化的規範，應該從尊重國家主權平等的自由主義理念出發，但原封

以國家與權利為中心

的歷史觀，使東亞人

的視角集中於東亞特

定的歷史時期。東亞

空間被認為是糾纏對

立政治史，而文化史

上的交流關係卻往往

被忽視。這樣的歷史

觀在帝國主義時代及

冷戰狀況下是國家生

存的要求。但是現

在，以新的觀點展望

東亞空間的知識努力

已變得極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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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地照搬以自由權中心主義、個人中心主義為核心，以人權概念為基礎的西

歐中心主義文明觀是不恰當的。東亞各國應該超越政治體制上的差異，追求與

市民生活相關的價值和基於多元主義的價值cn。在這一意義上，與其質疑東亞

價值與自由民主主義文化的非協調性，不如通過東亞式規範與自由民主主義相

結合的可能性來摸索自由民主主義的普遍性更有意義。

自由民主主義在東亞的適用及關於自由主義思考與共同體主義思考的相洽

性結合的想法，本身雖具有其應然性，但也存在h無法反映具體現實的危險。

因此，構築使這種相洽性成為可能的現實性基礎至關重要。通過將以國家平等

為基礎的自律性增強了的社會領域擴大到東亞脈絡中的方法，可以構成公共領

域。只有各種各樣的社會勢力超越國家，創造出可以進行相互討論的公共性的

場所（制度），東亞空間的公共性才有可能形成。文明內部的對話不僅限於政治

層次，還要在文化層次上展開。文化性的空間並不是通過儒教等傳統文化要素

的復活以及現代性調整就可以解決的。地政性的、文化性的空間要以非權力空

間為指向，要求進行能夠使對話和討論成為可能的水平性思考。而且，社會勢

力為了促進公共領域的形成，必須推動國家內部的市民公共領域的發展。為了

擺脫東亞被帝國主義和近代國家強大的國家權力所扭曲而形成的非自由主義的

（國家的）公共領域，構建相對於國家而言有自立性的市民公共領域，對於東亞

的自由主義型國際公共領域的形成會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為此，需要有多元性的思考。在東亞的國際領域中，培養多重的空間觀

念與自我認同，培養多元價值觀，如國家與社會勢力要共同發揮作用，東亞

人共有民族自我認同和地區性自我認同，本國的個別性價值和東亞乃至世界

社會的普遍性價值相協調等。這種多元性思考在制度領域O與多邊主義

（multilateralism）思考緊密相關。多邊主義正是將國家與社會勢力都作為主體來

考慮的思想。東亞的國際體制可以看作是地區內國家間的雙邊關係，以及與美

國的雙邊關係所構成的雙邊關係的複合體。東亞的公共性不是地區內雙邊關係

的簡單集合，而是以地區內的多邊關係為前提的。與美國的強有力的連帶（同

盟）和複合型的雙邊關係可以保證東亞空間的穩定性，但在過份的情況下又會使

東亞國際公共領域變得極為脆弱。多邊型安全保障體制和多邊型經濟體制可以

說是東亞國際公共領域的制度表現。以「三足鼎立」為前提的在不同層面上的東

亞的知識論壇，會成為其形成與發展的基礎。南北韓的關係也與公共領域的形

成緊密相關，並且也應該以這種觀點來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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